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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周史体的分衍与融合* ①

陈鸿超

【提要】 东周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变革时期，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革新。在史学方面，

随着礼崩乐坏，史官史学走向衰落，史体受到新环境、新思潮的影响，衍生出各类新体裁与新形态。
同时，史著又在数代人的传抄、整理与增改中不断碰撞与交融，大量碎片式的历史文本得以聚合整

编，出现了多种体裁的综合运用，推动了史体的演变。东周史体的分衍与融合不仅体现了史著体裁

的变革，更是中国古代史学从幼年走向成熟的重要表现之一，其为当时及后世史体的发展与完善奠

定了基础，也为历史书写赋予了更多意义与价值。
【关键词】 东周 史学体裁 变革

作为史书的外在形态，史体与史著相伴而生。中国古代史学历来十分重视史体的分类与总结，如

《隋书·经籍志》将史书体裁分为 13 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又将之分为 15 类。在史评方面，“刘勰、
刘知幾、胡应麟和章学诚等都对史书编纂体裁作过系统的理论阐述，体现了传统历史编纂学的理论自

觉意识”。① 近代以来，中国史学史研究获得了长足发展，有关史书体裁的研究论著更是层出不穷。这些

研究不仅表明了中国古代史体的多姿多彩，而且也注意到不同史体之间并非判若鸿沟、泾渭分明，而是彼

此关联、相互影响。② 纵观中国古代史体的演变轨迹，史体的相互作用滥觞于东周时期。东周是中国古代

历史上的大变革时期，也是中国古代史学从幼年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这不仅体现在史书内容、思想等内

在方面，也体现在史书的外在体裁上。东周史书在体裁上多有创新，“已初步出现了多种体裁的历史撰

述”，并且“多种体裁之综合运用的初步尝试也开始出现了”。③ 东周史体的这一革新究竟是如何产生的?

由于过去先秦史籍匮乏，有关东周史学的研究尚未深入探讨这一问题。随着近年来出土文献的涌现，我们

掌握了更多东周史著与史类文献，从而能够由点到面地了解当时史学的发展面貌。本文即结合传世与出

土文献，论述东周各类史体的关联，认为史体的分衍与融合是东周史学变革的一个重要特征，它对东周史

体的多样性及多种史体的综合运用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以下不揣谫陋，敬呈专家批评指正。

一、东周史体的历时演变: 史体分衍

尽管先秦尚未有诸如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等史体概念，但古人很早就开始依体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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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艺文志》云:“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①虽然学界对“左史记言，右

史记事”尚有争议，但可以肯定，记言、记事是较早的历史记载形式。② 《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楚

灵王称赞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③ 虽然《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的真

实样貌至今仍众说纷纭，但其中一些很可能是上古时期不同体裁的历史档案或文献。④

虽然先秦资料稀缺，史体种类难以一一历数，但根据一些材料可以推测周代史体的主要类别。
如《国语·楚语上》记载申叔时曾言及《春秋》《世》《语》《故志》《典训》等，⑤这些名称由来已久，最

初有着固定的书写格式，广义上亦可泛指各种史体。经过东周变革之世，它们受当时社会与学术环

境的影响而加速演变，突破原有体式的限制，分衍出各类新体裁或新形态。⑥

我们可以从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看到春秋编年体的分衍: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

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

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

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

《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

世，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

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

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⑦

这段文字不仅记述了《春秋》《左传》《铎氏微》等书的成书背景，实际上也暗含了编年体逐渐分化出

其他史体的过程。在司马迁看来，编年体的变革发源于孔子。《春秋》虽“遵鲁史之遗文”，⑧但经过

孔子“约其辞文，去其烦重”，在叙事上已开始注重事件记录的连续性，突破了编年体史书最初分散记

事的局限。⑨ 但如果说孔子所修《春秋》大部分还保留旧有编年体结构的话，《左传》则进一步摆脱原

始体裁的束缚，虽仍以编年为主，却兼具了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的部分特征，呈现编年体演进的新面

貌。�10 而抄撮、删拾《左传》而来的《铎氏微》《虞氏春秋》更彻底打破了编年体结构，尽管二者皆已失

传，但我们仍能大致推测其体裁。白寿彝说:“《虞氏春秋》可能是用史事类的形式写的，每一篇名似

即表示某一类史事。《铎氏微》可能是用纪事本末的形式写的，也可能用史事类编的形式。”�11可以肯

34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10

�11

《汉书》卷 30《艺文志》，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1715 页。
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第 28 页。
《春秋左传正义》卷 45，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2064 页。
如贾逵云:“‘三坟’，三王之书;‘五典’，五帝之典;‘八索’，八王之法; ‘九丘’，九州亡国之戒。”《春秋左传正义》卷 45，阮元校

刻:《十三经注疏》，第 2064 页。
徐元诰:《国语集解》，中华书局 2002 年版，第 485 页。
当时存在一些难以被后世严格史体标准界定的历史叙事形态，它们也深刻影响了东周史体的发展，本文也将之纳入讨论范围。
《史记》卷 14《十二诸侯年表》，中华书局 2009 年版，第 509—510 页。
刘知幾撰，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卷 1《六家》，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7 页。
许兆昌:《〈系年〉〈春秋〉〈竹书纪年〉的历史叙事》，中西书局 2015 年版，第 306—307 页。
马卫东:《〈左传〉叙事成就与中国古典史学的诞生》，《社会科学战线》2020 年第 8 期; 陈鸿超: 《从出土文献看〈左传〉的史学成

就》，《浙江社会科学》2018 年第 8 期。
白寿彝:《战国、秦汉间的私人著述》，白寿彝:《中国史学史论集》，中华书局 1999 年版，第 34 页。



史学理论研究 2023 年第 3 期

定的是，《铎氏微》《虞氏春秋》虽脱胎于《左传》，但已从《左传》中分化出另一种新体裁。
编年体的可塑性同样受到诸子的关注，他们对编年体进行改造，进而衍生出一种叙事新形态。

从“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中可见，子、史关系极为密切，不

少诸子作品亦是从史学中派生出来的，①其体裁依稀可见脱胎于编年体的痕迹。如《吕氏春秋》《晏

子春秋》等之所以被司马迁称之为“春秋”，很可能不仅在于它们具有类同《春秋》以史道义、以史说

理的创作目的，还因为它们的体裁具有编年体的某些特征。如《吕氏春秋》仿照《春秋》体例“以十二

月令为纪首言之”;《晏子春秋》不少内容可能出于《齐春秋》，②全书虽无确切编年，但整体结构仍保

留着编年体的孑遗。银雀山汉简《晏子春秋》的发现，更证明传世本的史体结构早已有之，并非经后

世传抄才形成。③ 故而，有学者推测《晏子春秋》在刘向以前是按晏子一生经历编排，即便在经刘向

整理过的文本中，有些篇章仍以晏子的经历先后为序。④ 这些子书虽非严格意义上的史书，但如果从

更宏大的史体的视角来看，亦可视为一种历史书写的新形式，同样影响了当时史体的革新与发展。
综上，从史体发展的角度看，《十二诸侯年表》清晰地勾勒出一条编年体的分衍轨迹。受官学下

移与孔子作《春秋》的影响，从《春秋》到传体史著，再到各种“微”体史籍和诸子史作，古老的编年体

在东周广泛的传抄与改编中逐渐分化，衍生出各类新史体与新形态。
在目前可见的资料中，除编年体史著外，“世”体、“书”体史籍亦发生类似演变。“世”这一体裁

起源很早，从殷墟王卜辞到西周青铜器史墙盘、逨盘等铭文，我们都可以看到诸多相关材料。此类文

献皆以时间为序，以氏姓血缘为纽带，以亲缘树谱为形式展开历史记述。正如陈瑑所言: “父子相继

为世，世所自出为系，盖丁之则，知本原之所自。”⑤然而，到了东周，“世”体除延续旧传统之外，也衍

生出一种新体式，其所记人物之间并没有血缘关系，而是具有某种相同特征。例如，清华简中收有一

篇整理者题为《良臣》的古史作，依次记述了二十余位历代贤君及其对应的良臣:“黄帝之师: 女和、
人、保侗。尧之相舜，舜有禹，禹有伯夷，有益，有史皇，有咎囚。唐有伊尹，有伊陟，有臣扈……”⑥有

学者指出，简文行文“某某有( 某某) ”与“世”体常见套话“某生某”相类，可认定为“世”体文献发展

而来的衍生文献。⑦ 虽然《良臣》延续“世”体格式，但它在体裁上有两点尤为值得关注: 一是跳出了

以往“世”体史著人物关系的局限，不再严格以血缘为纽带，而是依据才能与品行对人物进行排列; ⑧

二是在行文布局上将时代顺序与国别分域相结合，⑨即从黄帝至周成王以历史顺序排列，从晋文公至

郑子产以国别编排。作为原有“世”体的变体，《良臣》让我们看到了“世”体的分衍。�10

我们在“书”体文献中也发现了相似情况。“书”与“史”渊源颇深，“书”广义上可纳入史学考察

范围，刘起釪说:“所有《尚书》的较早篇章是夏、商、周三代统治者在政治活动中讲话的记录。”�11除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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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今文《尚书》与《逸周书》外，近年随着出土文献的涌现，我们得见大量战国时期的“书”体及类

“书”体文献，尤其是类“书”体，它们类似“书”体，但又不完全符合“书”体的定义，属于从“书”体中

分化出来的衍生体裁，如清华简《保训》曾被视作《尚书》的佚篇而受到广泛关注。随着讨论的深入，

逐渐有学者认为《保训》成文时代较晚，并非文王亲述，①与严格意义上的“书”体不符，应是由后人借

托“书”体进行的创作。又如，上博简《鲍叔牙与隰朋之谏》记述了鲍叔牙与隰朋向齐桓公进谏之

事，②此篇文献非“书”体而更像“语”体，但在追述殷武丁祭祀时，祖己对“有雉雊于彝前”的评论与

《尚书·高宗肜日》篇相似，故而有学者认为简文可能将《高宗肜日》内容进行了改编，③使原来的

“书”体结构发生了改变。
由上可知，随着东周官学下移与变革思潮的兴起，史学也迎来了重大革新，史体分衍就是其中一

个重要体现。原有史体出于不同创作目的，在传抄中或分化出不同体裁，或衍生出不同形态，从而突

破了旧有体裁的局限，推动了各种史体的史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二、东周史体间的共时作用: 史体融合

史体分衍是东周史体多元化的突出表现，而史体融合则是史体分衍的重要方式。比如，清华简

《良臣》从“世”体史著中分化而来，促成这一结果的背后是史体融合。尽管《良臣》行文极为简略，却

见有不同史体的影子，所记人物起初按历史顺序排列，但从晋文公开始，则以国别排列，这部分内容

可能是吸收了当时国别体结构。另外，这些良臣分属不同君主，又形成了以人物为专题的结构，似又

具有纪传体的些许特征。
史体融合最为典型的传世史籍当数《左传》。《左传》虽有意仿照《春秋》体例，但与当时一般的

编年体史书有很大不同。如果细致分析《左传》的史体结构，会发现《左传》在编年体的框架中还包

含着多元结构。例如，有不少学者关注到《左传》纪事本末的叙事手法。④ 如《左传·隐公元年》所载

“郑伯克段于鄢”时间跨越数十年，但首尾连贯，内容完整。如果删除开头的“初”和末尾的“书曰”，

拆分出来完全可以作为独立的故事。此类材料在《左传》中比比皆是，如“赵盾弑其君”“重耳流亡”
“吕相绝秦”“声子说楚”“季札出聘”等历史记述，均是终始本末，首尾连贯。这也就意味着《左传》
将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两种史体进行了巧妙结合，使之在历史编纂中熔于一炉。

近年来大量出土文献的发现，也给我们提供了这两种史体融合的重要线索。如上博简中有一篇

名为《競公疟》的史类文献，记载了晏子劝谏齐景公勿杀史、祝之事。此事亦见于《左传》，两者记事

脉络相同，行文也大体相似。《競公疟》内容完整连贯，最初很可能就是以单篇独立流行。余嘉锡指

出古书“多单篇别行，不自编次”，⑤像《競公疟》这样具有“具一事之本末”雏形的单篇记事文献在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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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可能颇为流行，它们极易成为不同史体史著共同的史料来源。《左传》中的一些史料很有可能源自

这些记事史作，作者将它们改编融入编年体，从而使《左传》具有纪事本末体的雏形。
作为目前所见内容最为丰富的东周史书，《左传》所吸收的当然远不止一种史体，而是广采各类

史籍，并使各类史体杂糅其间，融为一体。可再以《左传》所采“语”体文献为例予以阐述。《汉书·
艺文志》言:“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①尽管这句话历代争论很大，但它指

出了早期史学的两大体类。从《春秋》可知，编年体史书原本确实很少有记言内容。然而，编年体发

展到《左传》时，已可兼具记事与记言两种史体特征。《左传》存在大量记言内容，甚至不少是大段的

人物议论。过去不少学者认为《左传》记言内容大多与《国语》相似，认为《左传》曾取材于《国语》。
虽然这种说法仍有待进一步探讨，但《左传》采用了当时不少“语”体文献是可以确定的。目前出土

了不少单篇“语”体史作，可知这些文献于当时流传甚广。《左传》吸收了大量“语”体文献，将之杂糅

整合，使历史记述言事相兼。②

实际上，东周各类史体的融合是极其复杂的，它不是单向的，而是多向的，即某一史体能够融入

另一种史体，同时其自身也能够吸收别的史体。如上述“语”体能够融入编年体，同时“语”体本身也

能够吸收其他史体，构建更为复杂的形态。早期“语”体史著记事极少，但到了东周，“语”体文献不

止于记言，亦开始吸收纪事本末体结构。如《国语》各篇叙事结构大多采用“背景 + 言语 + 结果”三

段式或“背景 + 言语 + 小结果 + 大结果”四段式，③20 世纪 70 年代长沙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和阜

阳汉简《春秋事语》的发现，可以证明这种三段式、四段式的结构在战国末至汉初业已形成。如今随

着清华简《越公其事》的公布，则完全可以证明“语”体吸收其他史体的现象至少在战国中后期就已

出现。《越公其事》的体裁很值得探讨，因为其体裁虽属“语”体，但又非纯粹的“语”体。④

《越公其事》全篇 75 支竹简，原作者将之分为 11 章，可以分为勾践求和、治国、灭吴三大部分，⑤

内容层层递进，环环相扣。《越公其事》每章并非只有人物对话或议论，而是皆有背景或结局的记述，

甚至第四、七、八、九章几乎全部记事，第五、六、十章则是言、事兼备。比如，第五章记述了越王勾践

归国后恢复农业生产的主要措施，从篇章结构上看，可明显分为三部分，内容除了劝农的具体过程

外，还有背景与最终结果。可以说，这三段结构形成了一个有头有尾、细节丰富的完整叙事。这种结

构不独见于第五章，《越公其事》几乎每章都是一个完整的小故事。《越公其事》与《国语》内容存在

异同，且全文句式并不统一，表明这些小故事有着不同的史料来源，其中很可能不仅有“语”体文献，

亦有传记体文献、本末体文献，甚至有诸子文献，作者吸收这些史料，将之改编、整合到一起，形成了

立场统一、结构分明的历史叙事。⑥ 这也使之具备了多种史体特征，既有“语”体特点，也有纪事本末

体的特征，在论述五政时亦有子书说理的风格。虽然我们根据《越公其事》整体的文本结构，将之视

为“语”体史作，但事实上《越公其事》的体裁十分复杂，很难说属于纯粹的“语”体，甚至很难严格用

某一史体去界定。这就是因为东周大量史著通常会围绕一个特定的历史主题，融合多种体裁。
当然，东周史体的融合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没有主次而丧失原有体裁的主体性。例如，《左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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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吸纳了不同体裁的史料，从而具备多种史体特征，但《左传》并不是简单拼凑这些史料，而是按照

《春秋》体例进行了编整与加工，使之“具有首尾，不可以分剟”，①因此我们仍认为其属于编年体史

书。又如，《越公其事》诸多章节虽与严格的“语”体文献有所差异，但内容上使用大量对话，语言上

文辞华丽，双音节丰富，整体具有典型的“语”体特征，因而诸多学者认为其属“语”体也并无不可。
也就是说，史体的融合并不是凌乱的“大杂烩”，而是围绕一个主要史体，兼收并蓄其他史体。就如同

被称为“万园之园”的圆明园，虽然其中建有不少欧式宫苑，在建筑艺术上，形成了中西合璧的独特风

格，但就其整体建筑而言，仍不失为中式皇家园林的典范。
东周史体的分衍给融合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史体的融合又推动了分衍进程。一方面，旧有体

裁沿着自身发展道路继续演进，分化出与旧有体裁并存的新史体或新形态; 另一方面，众多史体相互

吸收与交融，在原有史体的基础上具备其他史体特征，更进一步地推动了东周史体的百花齐放。

三、东周史体分衍与融合的原因及影响

史体的分衍与融合使东周史学突破了以往历史书写的固有格式，形成了体裁纷繁多样与多种体

裁综合运用的新格局。那么，为何史体会在这一时期迎来井喷式发展? 当然，我们宏观上可以笼统

地用东周大变革的历史背景加以解释，即在中国文化发展的“轴心时代”，中国古代学术迎来巨大变

革，史学受此影响，从外在形式到内在思想皆产生重要变化。然而，共性寓于个性之中，倘若深入探

究，其中的原因可能要复杂得多。
从客观层面来说，东周史体的分衍与融合并不只是出于史著作者或编者的主观目的，而同样与

特定时期的历史书写环境和古书成书方式密不可分。随着东周礼崩乐坏与私学兴起，政府档案、典
藏史籍等官方文献逐渐散落于社会，成为可供当时知识分子采集与加工的公共资源，从而摆脱了官

修史书的体式制约。比如，清华简《良臣》的体裁很明显源自官方的世谱文献，但《良臣》记载的人物

之间并无血缘关系，又与以往的“世”体明显不同。又如，《战国策》虽以记言为主，但“比起《国语》
来，它更善于把记言跟生动的叙事结合起来”，②使其中不少篇章具有“事语体”特征。③ 可见，东周史

体的分衍滋生出大量新体史作。在此背后，各类史体相互吸收与融合，使这些史作杂糅了不同史体，

又推动了自身史体的进一步分衍。古书的成书方式使这一进程产生了更为显著的叠加效果。先秦

文献大多不是一次成型，往往是出于众手，经历多个阶段。史籍或史类文献亦如此，因而它们或在传

抄流传中不断删改附益，或又成为他人著史的史料来源。这样一个往复变化的过程使史体在历时分

衍中不断被吸收与重组，从而形成融汇不同史体的复杂结构。例如，《左传》从最初编纂到最终成书

“非成于一时”，书中不少内容的体例也有所差异，这也恰恰证明了这些不同体式的内容是《左传》在

编纂与流传中逐渐融入的。正因如此，尽管《左传》以《春秋》为纲编年叙事，但已与纯粹的编年体分

散记事有所不同，而是顺叙、插叙、倒叙等多种叙事手法并用，形成“众星拱月”的板块结构，④使重大

的历史事件得以集中呈现。例如，对城濮之战的记载就不是简单依照时间叙述，而是围绕城濮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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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主线，把所有相关事件组合起来，集中编于僖公二十六年( 公元前 634 年) 到二十八年( 公元前

632 年) 的传文中，从而使之具有纪事本末体的雏形。
从主观层面来看，尽管目前没有证据表明东周时人已经开始思考史体理论，但新的创作目的与

需求无疑有力地推动了史体革新。比如，为了突出史书的资政功能，解决当时不能尽观的问题，出现

了一批“采取成败”的抄撮辑录本。杨宽认为，“所谓‘上采《春秋》、下观近世’，就是要使得《春秋》
适应‘近世’政治上的需要而把史事分门别类地加以辑录。”①可见，这些抄撮辑录本具有鲜明的创作

目的，对母本的摘抄与改编经过了精心选择与重新编排。尽管新作品与母本在部分行文上相似或雷

同，但原有的史体结构已经改变，由此衍生出“微”体史作。又如，《竹书纪年》对社会巨大变动尤为

关注，跳出了旧有编年体的范围，不仅“开编年记事之通史的先河”，②而且在体例上比《春秋》灵活，

有些写法并未严格按照“编年相次”的体式。③ 此外，受诸子学术潮流的影响，东周一些史作以阐发

特定的思想理念为创作导向，不局限于历史记录与历史借鉴，更成为诸子说理的载体，于是叙事文本

被拆分、重组成以历史议论为核心的新结构。像《晏子春秋》《战国策》这类亦子亦史的作品，正是编

年体、“语”体融入子书结构的体现。可以说，史著体裁的形成与发展往往经历了一个从“用”到“体”
的过程。东周史著创作的不同用途，推动了史体的分衍与融合，造就了丰富的史学形态。

要之，东周时期的历史书写环境与史著创作目的共同推动了史体的分衍与融合。值得深思的

是，造成此结果并非出于史家的主观目的。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而言，体裁远不及内容受人关注。
也可能正因如此，后世对于东周史体的研究也远不及史书笔法、史学思想等领域那样深入，但事实

上，东周史体的分衍与融合对当时乃至后世史体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第一，东周史体的变革推动了一大批混合形态史作的诞生。可以清华简《系年》为例试作说明。

《系年》是一部经过系统编撰的战国史著，分章记载了周初至战国初的重大历史事件。自公布以来，

《系年》的体裁曾引起学界极大的关注与争论。最初，整理者以“篇中多有纪年，文字体例与若干内

容又近似西晋汲冢出土的《竹书纪年》”，④认为《系年》是一种编年体史书。⑤ 不过，很快就有学者发

现《系年》不但与传统编年体史书有显著差异，反而具备其他史体特征，由此提出了纪事本末体说、⑥

故志体说、⑦事语体说、⑧“微”体说、⑨国别体说�10等诸多观点。实际上，如果我们拿这些史体与《系

年》比对，会发现各家所论皆有所据。如《系年》史事多有纪年，所记史事上起西周之初，下到战国前

期，基本按历史由远及近叙事，从主体结构上看，确实符合编年体特征。同时，《系年》记史因事成篇、
纪事本末，每章都可以作为一个完整的叙事内容，因而说它具备纪事本末体特点也未尝不可。此外，

尽管《系年》并不一定是《铎氏微》，也并非《左传》的摘抄，�11但它与“采取成败”的“微”体史著体式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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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也与“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的故志体相仿，极可能与这两类体裁颇有关联。再有，《系年》分篇记

载多国史事，这与《国语》《战国策》结构雷同，将之归属国别体也能说通。然而，《系年》又很难严格

说属于哪一种体裁，说它属于编年体，却又不完全像编年史那样“编年相次”，不少章节开篇没有纪

年，甚至第 14、17—18、20 章在时间先后顺序上有错乱; 说它属于纪事本末体，又与后世成熟完备的

纪事本末体仍有一定差距; ①说它属于“微”体，但因内容与《左传》互有异同，显然与《铎氏微》《虞氏

春秋》这类抄撮《左传》而来的“微”体史作不完全相似。也就是说，《系年》是一种“似像似不像”体

裁的史著，这也是引起各家争论的重要原因。如果我们抛开绝对的体裁标准，用多元史体的视角探

究《系年》的形成，可以发现《系年》恰好正是东周史体分衍与融合的产物。作为通史的《系年》显然

不是史官的原始记录，②且从它与《左传》内容的异同可以看出其史料来源绝非单一。更值得注意的

是，《系年》整体虽由楚文字书写，却存在不少三晋文字，有学者推测《系年》的母本可能来自晋国。③

那么，它从最初编纂到跨国传抄，到最终形成我们今日所见的面貌，又定然经历了一个相对较长的历

史过程。这样的成书背景使《系年》在参照编年体创作时，得以广泛取材各国的多元史料，④从而很

自然地融入不同史体，形成了独特的结构形态。
第二，东周史体的分衍与融合使得史籍较之以往叙事更为丰富，结构更为复杂。就我们目前掌

握的资料来看，东周以前的“世”体史著结构简单，少有叙事，每位世系成员所用笔墨大多仅有寥寥数

字，甚至难以成句。然而，到了东周，由于史体的分衍与融合，“世”体文献逐渐从早期片段式的世代

记录走向复杂的历史叙事。这一点我们以清华简《楚居》来讨论。作为出土文献，《楚居》保留了战

国文本的原貌，记述了历代楚君居住建都之地，近似《世本》的《居篇》。但《世本》的成书与流传极为

复杂，如今仅存只言片语，难以探明其最初面貌，因而未经后世传抄改动的《楚居》无疑是东周此类史

著的真实写照。《楚居》开篇便通过大段叙事讲述楚国族源，其中间穿插了季连、鬻熊娶妻与楚人得

名的故事，这些内容甚至与楚国迁都没有直接关系。更值得注意的是，《楚居》中的不少内容还具有

一些纪事本末体的特征，如记述楚人“祭祀”和楚都“郢”的名称由来，两处记载都包含完整事件的前

因后果，非常生动详实，如果把上述内容摘取出来，也完全可以作为独立的故事。但这些故事并非是

割裂的，而是考虑到叙事的连贯性皆在句首用了“至”一字，使楚王世代的迁都事迹整合成一个完整

的叙事文本。
另外，对于楚国迁都的缘由，《楚居》大多有明确交代。如: “若敖起祸，焉徙居蒸之野……阖庐

入郢，焉复徙居秦溪之上……白公起祸，焉徙袭 郢……中谢起祸，焉徙袭肥遗……邦大瘠，焉徙居

鄩郢。”⑤对这些迁都背景的记述使《楚居》改变了以往“世”体文献“某人”居“某地”的简单书写结

构，从早期链条式的世代记录向发散式的历史叙事转变。显然，正是由于不同体式的融入，《楚居》史

体的复杂性是之前“世”体史著所不能比的。
此外，先秦史著最初大多以单篇形式流行。然而，伴随着东周史体的分衍与融合，这些文献经过

传抄中的不断重组与聚合，逐渐形成“复合”结构。如我们虽可把《尚书》所有篇目划归“书”体，但其

史体实际上是一个包含了典、谟、训、诰、誓、箴、诵、语等多种体裁的集合。有幸的是，从目前我们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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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的出土书体文献中，可以发现各种单篇“书”体文献走向聚合的迹象。比如，清华简《赤鹄之集汤

之屋》主要记载了伊尹奔夏的故事，有较浓厚的神话巫术色彩，不少学者将之归类为“小说家言”，与

传统《尚书》体裁显然有较大差异。但有学者指出，该篇与《尹诰》《尹至》同抄一卷，三者显然有紧密

关系。根据竹简形制、简背刻画线、字体及文本内容，可以推知，清华简《赤鹄》与《尹至》《尹诰》组成

了较为完整的历史叙事，不能排除是早期《尚书》文献的可能性。① 可见，这三篇原本不同体式的文

献经过创作者或传抄者的编纂与加工，组合为统一的叙事整体。当然，这组文献仅有三篇，所呈现的

可能只是东周史类文献聚合的一个中间状态。可以想象，当更多不同体裁的文献，甚至篇组，围绕着

同一个主题，融合成统一的史著时，宏大的历史叙事就在这样的复杂结构中诞生了。
因此，东周史体分衍与融合的第三个影响，即催生了更为宏大的历史叙事，表现为更高超的编纂

手法、更宽广的叙事视野与更深刻的历史解释。我们目前所能见到东周以前的史类文献叙事结构是

单一的，大多是依时间顺叙，而到了东周，由于各类史体的分化与杂糅，一些史书开始打破常规，超越

了记录单一事件的简单架构，使得相关叙事内容多线并举，各种叙事手法齐头并进，从而更为全面地

展现历史的多维面向。关于这点，《左传》显然是一个极佳的例子，如《左传》对晋楚城濮之战整个事

件的记载就融合了多种史体，构建了城濮之战宏大的历史叙事。这其中自然有作为主体结构的编年

体，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夏四月戊辰，晋侯、宋公、齐国归父、崔夭、秦小子慭次于城濮。
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宫于践土。
五月丙午，晋侯及郑伯盟于衡雍。②

也有“语”体，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晋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义，未安其居。”于是乎出定襄王，

入务利民，民怀生矣，将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

资者不求丰焉，明征其辞。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礼，未生其共。”于是乎大蒐以

示之礼，作执秩以正其官，民听不惑，而后用之。出穀戍，释宋围，一战而霸，文之教也。③

这件事记载了战前晋文公执政教民之事，如果割裂地看这段记载，完全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语”体

文献，因而它很可能是由最初的“语”体文献改编而来。这段“语”体文本融入城濮之战的叙事整体，

不仅是对晋国政治情况和战前准备工作的记述，更是对晋文公能够称霸的原因探析。
此外，还有纪事本末体文本，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载了这样一个预言故事:

初，楚子玉自为琼弁、玉缨，未之服也。先战，梦河神谓己曰:“畀余，余赐女孟诸之麋。”
弗致也。大心与子西使荣黄谏，弗听。荣季曰:“死而利国。犹或为之，况琼玉乎? 是粪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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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而可以济 师，将 何 爱 焉?”弗 听。出，告 二 子 曰: “非 神 败 令 尹，令 尹 其 不 勤 民，实 自

败也。”①

从这则故事开头的“初”字来看，原本也很可能是一个首尾完整的独立故事，与编年体并不相类。
《左传》插入了一段子玉梦河神的预言故事，虽颇有神异意味，但令尹怜惜“琼玉”“不勤民”的论断反

映出楚国当政者的品行及楚国内政状况，从而更全面地展现了城濮之战的前因后果与发展脉络。
作为《左传》整合不同史体的缩影，上述例子使《左传》在晋楚城濮之战的记述上有了不同维度

的对比。在《左传》的多线叙事中，推动历史进程发展的因素不是唯一的，而是复杂的、多面的。历史

的走向是由主线及各种支线交织在一起，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宏大的历史叙事与深刻的历史解

释，正是《左传》综合运用多种体裁，进行联珠贯串的编排实现的。
显而易见，宏大叙事带来的一个显著影响是史书体量的增大。除去经文，《左传》传文近 18 万

字。我们可以从现今发现战国竹简的规制看其卷帙规模。据统计，战国竹简的长度主要为 16—55
厘米，通常情况下，55 厘米简，按字距大小每简可容 42—65 字。② 假设以最极端的情况，取最大 55 厘

米简长，最小字距，那么抄写一部《左传》需要近 2800 支简。如果以一般简长、字距推算，则需要大约

4500 支简! 如此庞大的史书体量是前所未见的，远远超过了以往史著，这恐怕也正是在东周史体革

新的背景下形成的。
这些影响也极大推动了后世史学的发展。比如，作为纪传体通史的开山之作，《史记》就是史体长

期分衍与融合的积累与结晶。“司马迁在他的历史著述中，有意识地综合运用或自己创造出不同的体

例形式，构建成一个有机整体”，③形成 130 卷 52 万余字的史学巨著，成为中国古代史学的丰碑。
综上所述，史体分衍是东周史体多元化的重要呈现，史体融合则是与之相伴随的动态过程。它

们交织在一起，背后所折射的不仅仅是历史书写体裁的变革，更是中国古代史学从幼年走向成熟的

重要表现之一。东周时期，随着礼崩乐坏，旧有的史官史学衰落，无数史料流散于社会，原有史体受

到新环境的影响，衍生出新体裁与新形态。同时，当时史著又在数代人的传抄、整理与增改中不断碰

撞与交融，使得大量碎片式的历史文本重新聚合与整编，从而打破了以往体裁的限制，开始出现多种

体裁的综合运用，推动了史体的演变。这不仅为当时及后世史体的完善与成熟奠定了基础，更深层

次地讲，也为历史书写赋予了更多意义与价值。

( 作者陈鸿超，温州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邮编: 3250035)

( 责任编辑: 张舰戈)

( 责任校对: 苑 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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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enacious Pursuit of Knowledge and an Inquisitive Mind for Ideas: A Conversation with Jin
Chongji / / Jin Chongji，Jin Zhixia

Jin Chongji，born in Shanghai in 1930，is among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historians educated in the
People’s Ｒepublic of China. Jin has long been engaged in the research of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Party history and PＲC history. His representative works include History of the 1911 Ｒevolution ( co-authored
with Hu Shengwu) ，An Outline of Chinese Histo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The Turning Year: China’s
1947，Life and Death: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Choice of the Ｒoad，The Decisive Battle: How Mao
Zedong and Chiang Kai-shek Ｒesponded to the Three Great Battles，etc. He is also chief editor of the
biographies of many Party leaders such as Mao Zedong，Zhou Enlai，Liu Shaoqi，Zhu De and Chen Yun.
He has won the China Book Award，the China Publishing Government Award，and the Guo Moruo History
Award for many times.

The Divergences and Convergences of Historiographical Genres in the Eastern Zhou Dynasty / /
Chen Hongchao

The Eastern Zhou Dynasty was a period of great transformation in Chinese history，and dramatic
changes took place in various fields. In terms of historiography，the writing of official histories declined
with the disintegration of moral orders，and historiographical genres were shaped by the new environment
and new trends of thought，thus evolving into various new formats. At the same time，these works were
constantly colliding and blending with each another in the process of copying，collating，editing，and
revising by generations. The differenti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the historical styles of the Eastern Zhou
Dynasty not only reflects the change of writing genres of history books，but also was one of the important
turning poin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ancient Chinese historiography，from infancy to maturity. This process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development and perfection of historical styles of the time and in late generations，
and also uplifted the significance and value of historical writings.

Towards the Five-rites: The Changes and Significances of the Official History“Ｒites”in the Han
and Tang Dynasties / / Wu Lingjie

“Ｒites”annals( “Li-Yi-Zhi”) is the most important and traditional section of official histories. But it
exhibits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ver the time. In terms of style，historians during the Han dynasty often
adopted a dual system to record the ritual system. But they adopted a unified system in the Wei-Jin
dynasties. In terms of content，with the collapse of the Han dynasty，the knowledge and style of study in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which made people change their views on what ritual was at that time. They，
therefore，expanded the section on Li and Yi. They found difficult to continue using the dual system，and
they invented the five rites system. However，due to the far-reaching influence of the Han dynasty，
historians did not accept the five rites system in the official hsitory works. Only by the publication of the
official histories of the five dynasties in the Tang dynasty，Wudai shizhi，did the five-rites system become
the mainstream genre for official hist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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